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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社会生态视角下的近代法国激进民主主义崛起 

刘洋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摘要：激进民主主义在法国社会转型期的崛起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历史进程，而且也为人们对现代化过程中 

一种共性现象的把握提供了典型个案。应该说，激进民主主义与重农学派、立宪主义等思潮一样，都是作为应对 

当时法国社会转型困境的特定方案而面世的，而它能在与其他思潮激烈竞争的过程中最终胜出，成为左右法国大 

革命的意识形态，则是当时法国特殊的“转型社会生态”影响的结果。在现代化进程中，只有按照市场经济内在 

要求努力改善“转型社会生态” ，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约束激进主义的发展空间，有效防范激进主义运动在转型社 

会被激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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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方世界而言，现代国家的构造是将分散的权 

力集中，并对集中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双向过程 ① 。 

权力的过分集中乃至于走向专断是法国现代化进程中 

的顽疾。纵观法国社会转型史，我们能够看到法国市 

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没能摆脱专断权力的桎梏，反在绝 

对主义王权的掣肘之下为社会平添苦楚。旧制度与市 

场经济的利益交织、恶性互动是法国社会转型期间不 

得不面对的历史困境。就此看来，法国转型社会涌现 

出的诸如重农学派、立宪主义、激进民主主义等诸多 

政治价值体系， 不过是针对环境危机的种种应对方式， 

它们中的每一种都试图为变迁中的法国提供出路。然 

而，这场竞争最终结果是激进民主主义力克对手，一 

跃而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 

站在现代化发展的“大历史”高度来看，激进民 

主主义所呈现出的激进性并不孤立。激进主义总是在 

后发展国家中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复活，并且无一 

例外地如同法国大革命一般，加剧了所在国家的转型 

阵痛与现代化发展的难度。就此而言，如何摆脱激进 

主义的阴影便成为“后发”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课题。 

因此，对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民主主义崛起个案做出再 

解读，就具有了一种我们时代的意义。应该说，激进 

主义运动在社会转型困境中的崛起，有着包括时代认 

知方法在内的一系列背景，而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则主 

要从“转型社会生态”这一视角出发，揭示此两者间 

互动生成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思考。所谓 

转型社会转型生态这一概念的提出借鉴了生态学的方 

法论基础，意指由于转型所形成的特殊性社会环境。 

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来看， 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的产生， 

是其所处环境塑造和选择的结果 ② 。 

一、转型困境：旧制度 ③ 与市场经济的 

畸形共生 

在 18世纪，法国的市场经济取得显著进步。 就国 

内贸易来说， “一百年来工商业已大为发展。 就贸易价 

值而论，法国仅次于英国” [1](9−10) 。国际贸易的发展 

则更为迅速， “它的外贸在 1720—1780 年间增长了四 

倍” [2](72) 。几乎同时，法国的“财政收入飙升到超过 

1亿”“国民收入也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着” 。 [3](1) 市场 

经济的蓬勃发展、全国性行政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公 

共设施建设的广泛进行，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法国社 

会已经渐入佳境、即将走向进一步发展。 

然而，与此同时，绝对主义君主制与等级制依然 

作为法国旧制度的显要标志而存在。绝对主义君主制 

是在与贵族持续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专制的、管理性 

的君主制从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开始形成，到路易十四 

时期达到鼎盛，并持续于整个 18世纪” [4](48) 。至少在 

理论上，这种君主制度认定国王可以乾纲独断、不受 

制约地裁决军国大事。与此同时，尽管绝对主义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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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起与僧俗贵族地位的衰落是一体两面，但是，法 

国君主制仍然与贵族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君主专 

制制度不论如何现代化，如何具有革新精神，却仍发 

现，要从土地贵族组成的阶级制度中挣脱出来是不可 

能的” [2](26) 。这就意味着，法国君主在把贵族从公共 

权力驱逐出去的同时，却小心翼翼地维护社会的等级 

体系，并将其视为旧制度的基础。 

法国的市场经济便在绝对主义君主制和等级制所 

构成的制度环境中发展，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 

市场经济的活力，而且扭曲了它的发展方向。在旧制 

度下，市场经济并没有实现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良性互 

动，反而与专断的君主权力、贵族的封建特权相互勾 

结、彼此呼应。市场经济由此催化了社会矛盾的积聚， 

这比较有代表性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特权与市场的结合导致农民生存环境的日 

益恶化。就革命前的法国农业来说，它已然不再是完 

全意义上的中古时代的自给自足经济。 诸如谷物生产、 

葡萄酒生产等项目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之 

中。然而，伴随着农业的市场化，并没有随之出现农 

村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方式的变更与社会结构的改 

组。法国农业市场化的基本模式是， “法国贵族把农民 

束缚于土地之上，并用封建的手段榨取更多的产品， 

然后贵族再把这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 [5](36) 。不 

仅如此，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 

这导致居乡贵族财富大面积缩水 [6](238−239) ， 进而刺激他 

们加强利用手中残余的封建权力榨取农民所得。这就 

表明，在旧制度中，法国农业的市场经济发展与贵族 

的传统领主权力实现了联合，这种联合的结果就是农 

民要承受市场经济与领主特权的双重压迫。而这又随 

着贵族经济状况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进一步恶化而加 

剧， “那些少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地方乡绅，为应付其收 

入日益下降的情形，极尽可能利用手中强大的封建权 

力，加紧搜刮农民的钱财” [2](75) 。 

第二，资本与权贵勾连加剧官僚腐化。将卖官鬻 

爵作为一种特殊制度固定下来是在 17世纪， 这一时期 

也是法国绝对主义君主制发展、巩固和市场经济快速 

增长的时期。在此背景之中，官职买卖具有特殊历史 

意义和复杂的社会影响。对于君主来说，官职买卖不 

仅可以缓解财政压力，而且可以吸纳新生社会力量用 

以巩固王权。就官职消费者而言，也就是市场经济发 

展的主要受益者来说，购买官职可以有效地提升社会 

地位，并且获得利用旧制度的权力体系扩大和保障自 

身利益的机会。故而，官职在 17、18世纪的法国被看 

作“私人财产” 、购买官职被认为是能带来稳定回报的 

“长期投资” [7](70) 。国家权力的商品化和市场经济的 

政治化，或者说权贵与资本的联姻是法国社会旧制度 

的一大特征，这种特征将前现代的政治因素和现代社 

会的经济因素进行了某种畸形的混合。 “官位的出售集 

中体现了这种商品化和前商品化制度的混合特征，并 

且显示出企图把它们调和起来的倾向” [5](45) 。 

作为这种混合的结果，国家权力、官僚政治体系 

被视为个人牟利的工具，官吏们热衷于“利用他们的 

职务向国王臣民勒索金钱” [8](281) 。与此同时，新生社 

会力量由于通过买卖官职进入既得利益集团，构成特 

权俱乐部中的一员，他们“狂热地把统治者的气派、 

傲慢和偏见接受下来” [9](39) 。英国社会转型中形成市 

场经济化的新贵族，而法国则将市场经济得利者转化 

为穿袍贵族，这种差别对两国政治的最终走向产生了 

深远影响。 

市场经济在法国旧制度下的发展与影响，显然并 

非经济发展导致新生社会力量，从而要求全新社会体 

制这么简单。在法国，市场经济发展与权力之间的关 

系表现为：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意味着对旧制 

度束缚的反抗与突破；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部分受 

益者被旧体制吸纳，进而成为既得利益的一分子，他 

们自觉不自觉地反对旧体制作出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 

应的积极改革。由此，市场经济与旧制度的纠结在转 

型时代的法国造成了复杂的社会影响和独特的转型困 

境，法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多种政治价值选 

择都不过是对这种困境压力下的不同回应。 

二、转型困境下的多种政治价值 

体系选择 

面对专断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恶性互动的困局， 

法国社会也曾出现多种政治价值体系选择。重农学派 

试图运用专断权力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这无疑有其一 

定的合理性，但它并没有意识到专断权力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与生俱来的危害性。立宪主义倡导限制王权在 

很大程度上已然触及到核心问题，然而，法国转型社 

会的特殊环境使之得不到来自中上层精英的支持，最 

终悲剧性地成为发动具有反王权，也反市场经济倾向 

的激进民主主义革命的导火线。令人扼腕的是，激进 

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气质决定了，它希翼的只是把专 

断权力从国王那里夺过来并为中下层平民造福，而没 

有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专断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无可 

救赎的恶。 

重农学派试图将市场经济发展与专断王权相互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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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表了体制内政治价值体系重塑的努力。重农学 

派一方面将政治价值目标指向颇具市场经济色彩的经 

济繁荣，而另一方面却将实现目标的动力寄托在旧制 

度专断的君主权力身上。他们在政治权力使用上并不 

信奉全能，然而，在权力授予观念上却再次滑向旧制 

度所崇尚的绝对权力观念 ④ 。他们希望“那些已经干 

下坏事的权力，正好足以用来消灭坏事” [3](13−14) 。作 

为重农学派理论与实践上的代表杜尔哥，他所领导改 

革的失败，在事实上表明重农学派所勾勒的政治道路 

在当时法国的空幻色彩。这是因为，这种政治路径选 

择一方面极大地忽视了由市场经济获利上层和特权阶 

级所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阻力的强大；另一方面是对 

具有专断色彩的王权给予太大希望，而专断王权最终 

却抛弃了重农学派自身。 

孟德斯鸠所倡导的立宪主义代表了另外一种努力 

方向，这就是试图从市场经济获利者和市场经济化的 

贵族联合着手，通过限制专断王权，从而实现政治更 

新。这种政治价值体系选择以政治自由为目标，在实 

践上推崇立宪君主制度 ⑤ 。这一政治主张特别值得注 

意的一点是，它并不看重权力授予和权力的合法性问 

题，而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权力的制衡问题上，进 

而提出分权主张。在大革命初期，君主立宪派在部分 

意义上体现了这种政治主张。然而，正如克鲁泡特金 

所认为的那样，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观念潮流和人 

民的行为潮流结合的产物 [10](1) 。立宪主义思想所体现 

出的温和性和精英性很难得到长期受到压抑、怨恨不 

断积累的底层民众的真正认同，它最多只能充当后者 

主导的革命中的早期同路人。1792 年 8 月 10 日起义 

在事实上彻底结束了由立宪主义主导法国社会转型的 

可能。

以卢梭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是底层民众长期受 

剥削、受歧视后，所激发出的具有对抗特权、仇视等 

级、批判传统的心意表达，它最终在与重农主义、立 

宪主义的竞争中获胜，并成功地主导了法国大革命的 

历史进程。 激进民主主义渴望通过割断与传统的联系， 

根据抽象的法则全面改造社会，从而实现他们所勾勒 

的绝对平等的社会理想。 “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激进性、 

彻底性都不过是这种绝对平等观的派生特征” [11](104) 。 

然而，在将平等绝对化、抽象化付诸实践之时，激进 

民主主义所依赖的不能不是专断的无限权力，因而它 

不可能真正对旧制度及其无限权力做出革命性的清算 

与批判 ⑥ 。结果，人们悲剧性地发现，在对旧制度毫 

无保留地批判与痛斥中，在对新制度义无反顾地热衷 

与迷恋中，旧制度最需要加以割除的无限权力本身却 

悄然还魂了。 

三、 “转型社会生态”与激进 

民主主义的胜出 

追求绝对平等、主张颠覆传统的激进民主主义为 

什么能够在多种政治价值体系竞争中胜出，既往研究 

者多是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着眼，从而勾勒出从 

卢梭到罗伯斯庇尔的发展链条 [12, 13] 。然而，这种解释 

框架固然有道理，但却不足以说明为何激进民主主义 

能够在当时社会得到大范围强烈共鸣。与重农主义和 

立宪主义相比较而言，激进民主主义的“比较优势” 

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 

跳出思想逻辑的推演而进入到用政治生态学的视角来 

观察。这也就是说，需要我们对政治思想赖以产生、 

得以发挥影响的社会环境加以考察。正是政治思想与 

特定“社会生态”交互影响，才造成了激进民主主义 

得以发酵膨胀，最终得以胜出的基础与条件 ⑦ 。从转 

型社会生态角度着眼，我们不难发现，法国革命走上 

激进道路并不偶然： 

第一，走向寄生性与封闭性的等级体制激化法国 

社会矛盾，加深转型社会苦难，从而夸张性地放大了 

平等的价值与意义。 

历史地来看，贵族的特权是与贵族所承担的社会 

功能相匹配的，然而，自卡佩王朝以来，通过历代法 

国君主的持续努力贵族手中的公共权力被渐次褫夺。 

到了旧制度末期，贵族阶层在整体上已然丧失公共社 

会功能，且日益蜕化为寄生阶层。但是，贵族阶层却 

依然享有特权与利益，旧制度下的法国人依然被严格 

区分为三个等级， “他们之间的严格界限须臾不得逾 

越” [14](111) 。这种等级的划分不仅因为约定俗成而成为 

“王国的基本法律” [4](8) ，并且得到专断君主的支持和 

维护。 这造成旧制度下的法国出现了 “贵族与其无用的 

程度成正比例。门第与闲暇使他们具有各种特权” [1](1) 

的怪诞局面。然而，由于贵族不再承担社会功能，他 

们所要享有的特权也就丧失了合理性。不仅如此，当 

贵族不再履行社会职责的时候， “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 

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 [15](72) 。 

在法国社会转型期，面对社会情势的沧海桑田， 

贵族并没有积极谋求自身角色转变，反而执拗地对抗 

着时代变迁。这种违背时代潮流的做法强化了贵族阶 

层的寄生性和封闭性，加剧社会阶层对立，从而激化 

社会矛盾。 

首先，贵族阶层的寄生性日益增强，贵族越来越 

成为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在旧制度之中，4000个宫 

廷贵族一年的开销大体相当于政府每年预算的四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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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3) 。 而散居各地的大量乡居贵族则试图通过对农民 

敲骨吸髓的压榨与掠夺来抵御市场经济给他们造成的 

危机。乡居贵族的生活越发受到市场经济的侵蚀，他 

们就越“穷凶极恶地要求充分执行所有传统的权 

利” [16](8) 。在旧制度末期，贵族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沦 

落为社会的寄生阶层，并且是底层民众生活逐步恶化 

的直接相关者。 

其次，当贵族阶层愈来愈意识到自身特权地位的 

岌岌可危时， “他们在极端排外主义中寻找出路” [9](81) 。 

法国贵族的排外性一方面表现为贵族阶层极力强调自 

己与第三等级的身份区别，从而使之“越来越像种 

姓” [15](235) 。贵族的倨傲与自以为是日益成为社会批判 

的焦点。另一方面，贵族阶层加强了对政治、教会和 

军事要职的垄断，从而阻碍纵向上升空间。1781年以 

国王敕令方式规定，只有证明四代皆为贵族的条件下 

才能出任军官。与此同时，司法和宗教的高级职位也 

逐渐被贵族阶层所垄断 [16](5) 。社会垂直流动的道路几 

乎都被堵塞，留给第三等级的晋升机会消失殆尽，旧 

制度中蕴含的不平等性表露无疑，而法国现代政治价 

值信念对平等的强烈渴望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现象的 

反弹。当第三等逐渐认识到“既然所有的大门都被关 

上了” ，那么，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大门撞开” [9](81) 的 

时候，法国现代主流政治价值体系的激进性便呼之欲 

出了。

法国贵族面对市场经济冲击与挑战，通过强调封 

建特权而日渐退缩为一个封闭小集团，将自身与底层 

民众尖锐对立起来。并且贵族在经济上， “抵制中产阶 

级的要求，力图阻止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的发 

展” [17](256) 。 从而， 我们能够看到，在旧制度下的法国， 

在社会意识和社会阶层上形成 “贵族-第三等级”二元 

对立的哑铃型结构。而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阶层结构 

使得本就复杂的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和极端，渴望绝对 

平等、全盘反传统的激进思潮就从这尖锐对立之中迸 

发而出。 

第二，社会转型成本不成比例地转嫁到底层民众 

身上，寻仇情绪在社会底层累积，民众急切希望改变 

现状的情绪高涨。社会转型意味着原来社会生活、生 

产方式的全面转化，这必然意味着利益结构的深层调 

整。这期间，由于新旧社会因素之间的碰撞和磨合产 

生一定的危机与压力作为转型成本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法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转型成本通过专 

断王权和特权体系不成比例地压在法国底层民众身 

上。 

大革命前的法国，在经济上是繁荣的，然而，这 

并不必然意味着法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生活 

水平的实质改善，而这种情况在经济低落时期就更为 

突出和明显。就工资与消费价格来说， “1771—1789 
年间的平均工资与  1726—1741 年间相比，仅仅增加 
22%，相同期间内消费价格却上涨了 62%” [18](22) 。这 

表明普通民众实际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是在 

下滑。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与昂贵使得广大底层民众长 

期饱受生活的煎熬。作为承受这种苦难的社会结果， 

在大革命前的一个世纪之中，法国各大城市“一致受 

着这种骚动的威胁” [19](25) 。占据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 

小店主、小商人、工匠、帮工等一般劳动者在怨恨目 

标上获得了一致，这部分人构成后来大革命中不断走 

向激进的“无套裤汉”的主力。 

与市民阶层比较而言， 法国农民的处境更为悲惨。 

对于农民在旧制度下的境况， 马迪厄曾坦言道， “农民 

是负荷这个社会重负的牲畜” [1](13) 。在旧制度下，农 

民要承受来自王室、教会和领主的三重负担。伴随着 

旧制度下王室开销的膨胀和领主贵族所转嫁的市场压 

力，农民身上的负担越发沉重。 “只在路易十六统治时 

期直接税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 [16](17) ，而在整个 18 
世纪地租几乎增加了一倍 [16](19) 。恶劣生存状态促使大 

部分农民对现实表现出强烈不满，这直接地表现为农 

民暴动，而更为深远的影响则在于， “贫苦农民的处境 

村是许多人开始信奉激进的平均主义理论” [5](57) ，对 

平等的绝对向往和追求与平均主义之间仅具一步之 

遥。 

社会转型成本的重担造成法国底层民众生活压力 

的空前加大和对转型社会本身的严重不适，他们热切 

地希望结束苦难、改变现状。对社会现实的绝望与深 

刻仇恨情绪在广大城乡的众多底层民众之中不断孕 

育。在这里，社会转型成本与对现实仇恨累积成正相 

关性，这种仇恨心理的累积最终表现为对旧体制、历 

史与传统的断然摒弃和对新世界、 对未来的无比渴望。 

激进革命的形势由此走向成熟，而唯一需要的只是那 

引爆革命的火星而已。对此，克鲁泡特金曾颇为精要 

地评论道， “如果失望与困苦逼着人民叛乱， 就是因为 

他们希望得到解放，而激动他们革命” [10](19) 。 

第三，旧制度之下，法国的权力一元结构与市场 

经济适应性较低，从而造成法国转型社会苦难格外深 

重，进而为激进思想的滋生创造了条件。 

作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基佐在对英、法做比较 

的时候指出，英国历史上社会因素中权力多元化结构 

始终存在，而法国始终是一种一元独大的局面 [20] 。一 

元权力结构形成于近代，并成为法国转型社会的突出 

特征。近代以来，法国社会由于君权的逐步增强，从 

而形成最具代表性的绝对主义国家。 在此之中，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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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工场、 

修道院、学院在各自的事物中拥有独立意志，……政 

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 [15](91) 。而从英国 

转型经验之中，人们不难发现，恰恰是在多种社会力 

量、多种权力主体的夹缝里面市场经济经营者所需要 

的独立自主性才能够得以萌生、发展和壮大。也正是 

在多种社会力量竞争的角逐中，才能形成对于国家权 

力任意侵犯个人财产的有力牵制，从而孕育政治价值 

体系降服绝对权力的功能指向。经营者的独立自主与 

明晰的个人财产权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两条根本要 

件。而这两点，在近代法国由于权力一元独大的权力 

结构始终付之阙如。 

旧制度下，法国政府利用庞大官僚机构和行会对 

工商业进行了完全地、 全面的操控于掌握。 “国家政策 

是要把法国的市场控制在适当的行政管理范围之内” 
[21](154) 。经营的活力、多中心探索的路径被彻底窒息， 

寻租与腐败纷沓而来。如果说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过多 

掌控所造成的破坏尚属于无心之过的话，那么，不受 

制约的国家权力对个人财产的侵犯，则构成国家对市 

场经济发展的直接破坏。在旧制度下的法国， “处处都 

可看到王家财产被出售后旋即收回，认为不可出售； 

契约遭到破坏，已经取得的权利无人承认，国家债权 

人每逢危机便成为牺牲品， 国家不断失信于民” [15](139) 。 

法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不同，他一方面希望市场经济发 

展完全在自身掌控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屡屡通过几 

近劫掠的方式对资本和个人财产进行侵犯，从而导致 

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的偏离，进而破坏私人从事 

商贸活动的激励机制。这就阻碍了有序、透明的市场 

经济发展制度的形成。 

总而言之，权力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将市场经济的 

发展引入歧途， 从而造成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解构力量、 

腐蚀效应在法国空前显著。由此，法国在社会转型过 

程之中承受了更多的转型苦难，而正如上文所一再强 

调的，转型社会苦难是激进思想泛滥的温床。 

四、几点启示 

人类既是社会生态环境的接受者，也是社会生态 

环境的创造者，而这两方面的重要连接点便是人类所 

特有的反思能力。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激进民主 

主义与“转型社会生态”之间的思索与探究便不是纯 

然的怀古幽思，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首先，推动传统精英阶层的时代性转换，谨防社 

会阶层的两极对立。任何社会都有属于自身的精英阶 

层 ⑧ ，这个阶层是一种特定制度能够存在与维续的基 

础。然而，精英阶层的存在往往也都与特定的时代背 

景、社会基础、思想文化意识密切相关，当上述条件 

发生根本性变更的时候，传统精英如何把握自身在变 

革社会中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面对时代变革， 

传统精英所具有的地位、资源与利益往往要受到调整 

与冲击。对此，是强化原有体制资源与权力，对抗现 

代化发展趋势，抑或是积极谋求自身转变，顺应时代 

发展潮流，这两种选择对于转型社会而言，其影响完 

全不同。就前者而言，传统精英阶层可能因为对既有 

体制的越发依赖而逐步走向封闭，人为地阻碍社会流 

动，从而造成社会对立空前严重。此中，传统精英容 

易被视为社会寻仇对象，这最终将会形成一条通向激 

进主义之路。如果选择后者，传统精英则有可能在现 

代化发展中重新获得定位，并使得自身对于社会其它 

阶层逐步包容与开放，从而有可能充当缓和转型社会 

矛盾冲突的中间性力量。 

此一方面，英国贵族的历史表现是值得人们回味 

与思索的。 英国贵族也曾承受市场经济的冲击，然而， 

他们并没有蜕化为依附于旧制度的寄生者，而是积极 

地谋求在市场经济时代的现代化“转身” 。市场经济化 

的新贵族成为社会转型进程中，平衡平民阶层与王权 

斗争的中间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对政治 

精英层进行全面替换而对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强大冲击 

力。更确切地说，在英国，市场经济化的贵族阶层构 

成传统社会通往现代社会的一个中介环节，他们的存 

在在社会阶层结构上为政治价值体系平稳转型提供了 

某种可能。 

其次，维护底层利益底线，合理分担社会转型成 

本。在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市场 

经济的建立过程往往意味着社会既有的生产、分配乃 

至于生活方式的重大调整 [22](23−29) 。在这个结构性重组 

的过程之中，难免不产生阶层的衰落、利益的减损、 

生活的苦难等转型成本， 这是市场经济残酷性的一面。 

顺利的现代化转型经验便在于，如何成功地将这种转 

型成本在社会范围内合理分担，如何有效地利用现代 

化红利冲抵转型成本所带来的危害，如何在社会转型 

过程中构筑一道维护底层基本权益的底线。现代化的 

过程不应该是一个对底层民众的伤害、掠夺的过程，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也不应该是一个大众饱受饥饿与 

恐慌煎熬的过程。法国转型社会生态之所以最终孕育 

出全盘反现实、反传统、反市场的激进民主主义，其 

病症之一就在于它总是试图利用体制性力量将转型社 

会成本转嫁。殊不知，这种转嫁过程同时就是一个累 

积愤懑与怨恨、使社会大众疏远政府，从而走向激进 

主义的过程。概言之，只有通过设置维护大众利益底



政治与社会 刘洋：转型社会生态视角下的近代法国激进民主主义崛起  135 

线的“安全阀” 、合理分担社会转型成本，才能为社会 

减压，为温和、节制、渐进的政治价值体系生成奠定 

基础。

最后，顺应市场经济要求，疏导权力一元结构。 

现代化的历史表明，越是在转型道路上充满艰辛、苦 

难与挫折的国家，就越容易跌入激进主义的深渊而不 

能自拔。而权力结构一元化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之间 

的结构性失调恰恰是造成转型苦难频发的重要缘由。 

这是因为即使不考虑“政府失灵”所导致的政治权力 

无能，权力本身所追求的政治逻辑与市场经济所奉行 

的经济逻辑之间也并不完全一致。过度集中乃至专断 

的权力可能造成滥用与自我牟利，从而窒息经营主体 

活力、损害市场赖以发展的规范环境。 更为可虑的是， 

一元化的权力结构还容易造成社会范围内权力迷信、 

权力崇拜的心态，这则直接构成激进主义运用权力拯 

救社会的重要内容。 

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它自身内在规律，要实现与 

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与市场经济携手并进就要尊重 

市场经济的内要要求与逻辑。这一方面表现为，市场 

经济是一种可以进行行为预期的规则经济，这就意味 

着对绝对权力任意干预的否定，政治权力任意而为的 

黑手必须要得到有效控制。 这一点恰如帕森斯所言 “如 

果对政治权威没有严格的限制，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 

普遍突破，仍然是难以置信的” [23](8) 。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一个尊重经营主体自主 

性，崇尚社会活力的经济，这就意味着国家要承认自 

己权力作用边界的有限性，让商品经营者和社会从自 

身的密切监控和主导中脱身出去，成为自治主体。只 

有这样，才能使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的活力都得到 

发挥，彼此促进、相互协调，从而更为有力地推动现 

代化进展，最大限度规避转型苦难。只有如此，也只 

有如此才能在社会生态这个角度真正形成对激进主义 

的抵御与免疫。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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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② 关于生态学的基本内容及其对人文学科的启示，详见：彭文贤. 
行政生态学[M].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第一章。 

另见：刘京西. 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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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现为绝对主义君主制的确立。详见：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 

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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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种专制是在自然规律约束下实行的，而在执行自然规律的 

过程中这种权力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详见：沃尔金. 十八世纪 

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 85页。 

⑤ 孟德斯鸠虽然在其著作中高度赞扬了共和制度，但在现实政治 

选择中他却折衷地认为“现今唯一代表优良和有效的政体是君 

主制” 。详见：夏克尔顿.孟德斯鸠评传[M]. 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1，第 343页。 

⑥ 这里的历史吊诡之处正如哈耶克曾指出的，试图使人们平等的 

行为只能导致新的奴役。详见：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C]//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第 
16页。 

⑦ 梅棹忠夫曾在病理学的视角下考察极具精神生活特质的宗教现 

象，他认为宗教得以大规模信奉与传染病一样，不仅要考虑病 

原体（观念持有者），也要考虑传播的环境条件。详见：梅棹忠 

夫.文明的生态史观[M]. 上海： 三联书店， 1988， 第 234−235页。 

笔者以为，这个思路对于政治价值体系的研究也是适用的。 

⑧ 这里是在权力占有的中性角度使用精英这一概念，这一个概念 

的运用受到帕累托、莫斯卡等早期精英理论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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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logy of transitional societ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French radical democracy 

LIU Yang 

(Law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 Weihai 264209,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Radical democracy has not only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France, but also 
provided the typical case for people to grasp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n French social 
transformation.  It  should  be  said  that  radical  democracy,  with  thoughts  like  the  Physiocrats  and  constitutionalism 
emerged as a particular solution in response to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dilemma of French at that time, can finally win 
from  the  intense  competition  process  with  other  thoughts  and  became  the  ideology  that  controll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sulting  from  the  influence  of  French  special  “Ecology  of  transitional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nly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arket  economy,  can  we  make  greater  effort  to  improve  “The 
Ecology of Transitional Society”, and do our utmost to check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radicalism, effectively guarding 
against the risk activated by radicalism movement i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Key Words: the French Modernization; radical democracy; the ecology of transitional society; political value system 

[编辑：颜关明]


